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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梦阳，字天赐，又字献吉，号空同子，祖籍庆阳（今
甘肃境内）。其人性情刚直，不屈服于权贵、宦官，有着宁
折不屈的气节。 在文学领域，为正德年间开始的文学革
命之发起者、领导者。 这场复古运动，使李梦阳为首的
“七子” 名声大噪， 对明及其后的文坛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 其复古拟古的宗旨受到了后世文人的怀疑乃至贬
斥。 后人对李梦阳的理论产生了不同的评价，其原因就
植根于李梦阳复古理论的内在结构之中。
李梦阳的复古理论并非由自己系统提出的， 而在

《明史·文苑传》中被概括为“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非是者弗道”。 对于这种复古理论的绝对执行所带来的
弊端之一，就是使其走上了因袭模拟之道。 而在另一方
面，我们也可在李梦阳的具体创作中看到他对于真情的
肯定和追求。由此可见，在复古的基调之上，李梦阳高举
“格调”大旗，但同时也肯定着“真情”，对其“格调”与“真
情”关系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理解李梦阳的复古
理论，从而对其进行客观评价。

一

李梦阳的复古理论主张可总结为“文必秦汉，诗必
盛唐”， 并以“格古调逸”为总纲，这种审美思想为明清两
代复古派所认同和继承，奉为“格调论”的主旨。 明永乐
至宣德年间，文学上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盛行一时，
统帅文坛。 他们追求诗歌的雍容典雅，片面强调“治世之
音安以乐”，导致诗文疲缓冗沓、千篇一律。 在这样的历
史环境中，李梦阳力推汉魏、盛唐诗歌，引导文人新的美
学追求，以期一举扫清台阁体虚华、萎弱的文风及宋代
理学对于文坛的不利影响。 这才是他提倡复古的目的。
李梦阳在《潜虬山人记》中曾提出：“夫诗有七难，格

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
昌也。 ”在这段话中，他将“格古”与“调逸”放在“七难”之

一、二位，可见对于格调的重视程度。 而李梦阳对于格调
的具体要求，则主要体现于“格”、“调”、“情”这三个方面。
首先，李梦阳提出“宋无诗”、“唐无赋”、“汉无骚”的

观点，是对于“格”的具体要求和划分，可见李梦阳对于
诗文体式的追求有其详细而明确的要求。特别是在诗歌
方面，他虽倡导“诗必盛唐”，但也并非一概学唐。
其次，李梦阳对于“调”，也要求有明确的取舍。李梦

阳在音调上提倡古调， 主要风格可以概括为 “逸”，“调
逸”便是李梦阳提出的“七难”之二。 “调逸”是对于诗歌
音乐性的具体要求，他认为诗歌的声调由情思激发而产
生，可以传达诗人心志，因而提倡“调逸”，要求诗歌要有
古风，即体现出高尚的情操与深厚的意蕴。 李梦阳对于
“调”、“格”的关系也有着理性的认识，他主张在诗歌的
形式与内容的轻重问题上，应更重视内容风貌，认为只
有在符合“格古”标准的内容之上，辅以适宜的声律形
式，才可以创作出真正遵循复古要求的佳作。
最后，李梦阳在“其格调”论中亦强调诗歌的抒情特

质。他从“调”出发，肯定了古诗与唐诗的韵律感，反对宋
诗对于诗歌声律的背离，继而强调诗歌的抒情本质。 但
是，他对于诗歌所抒之情是有选择的，认为对“情”应有
所约束，需符合 “格古”与“调逸”的标准。这就使在其理
论指导下的情感抒发被制约在一个狭窄的通道中，这种
感情是类型化了的，失去了诗人自我风格的情感。所以，
李梦阳虽在格调论中强调了情感的抒发，但却不自觉地
使情感的抒发带有了单一化、脸谱化的弊病。

二

中国古代的诗歌，从《诗经》、《楚辞》以来，就奠定了
诗歌抒情的传统特性。 李梦阳力倡复古，便是要恢复这
种以情为主的传统。李梦阳的著述中多次提到情与诗的
关系，逐渐形成了他基于复古理论的“真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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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倡导复古，后世对于这种复古理论的评价并不统一，这种差异性来源于其理论

内部“格调”与“真情”的对立，这两种不同的诗学主张，在李梦阳的复古理论中，形成了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复杂关

系。 因此，有必要对二者进行深入分析，以帮助我们正确理解和评价李梦阳的复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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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诗歌中，“真情”与“性理”是一贯相对的。唐
诗主情调，而宋诗主性理，李梦阳宗唐而贬宋，就是肯定
“情”而反对“理”。李梦阳认可诗歌是“宣志而道和”的工
具，是“感物造端”的，是“吟之章而情之自鸣”的，也就符
合了“诗缘情”的传统观点。 与之相对应的，便是对于
“理”的反对和贬斥。 在《击音序》中他更是坚定不移地
表达了对于诗歌理性化倾向的反对，矛头直指宋诗与理
学，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扬“情”而抑“理”。
其次，李梦阳出于对“真情”的追求而大力提倡比兴

手法的运用。 李梦阳倡导的汉魏古诗和盛唐诗歌，皆善
用比兴手法表现出风人之义和情韵之态。李梦阳对于比
兴的提倡还可以从他对杜甫诗歌的态度中看出，他取法
杜甫的歌行，但对于杜甫的诗中赋多而比兴少则不甚赞
同。李梦阳号召复古，认为应该恢复“诗缘情”的传统，因
而提倡学习汉魏、盛唐大量运用比兴的写作手法，这体
现了他对于诗歌情感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重视，也是他
对有宋以来侧重于说理风气的矫正。
最后，出于对诗歌之“情”的真实性的肯定，李梦阳

反对诗歌之“假”。他认为诗歌应该是内心感情的真实抒
发，只有抒写真情的诗，才能达到“诗者，人之鉴也”的要
求。 他在为自己的诗集《弘德集》所作的序中，第一次提
出“真诗乃在民间”的命题。除了在《诗集自序》和《论学》
中反复申说自己“真诗在民间”的主张外，李梦阳收录了
一首民谣《郭公谣》，并在后记中对世人言:“世尝谓删后
无诗，无者谓雅耳。 风自谣口出，孰得而无之哉?今录其
民谣一篇，使人知真诗果在民间。放乎，非子期孰知洋洋
峨峨哉？”可见，李梦阳推崇民歌，只因民歌皆为“真诗”。
他在晚年甚至提出向民歌学习，正是着眼于“真”。 也正
因此，李梦阳在晚年对于自己早期的拟古之作进行了勇
敢的自我否定，认为那些作品以韵言为诗，辞工而情寡，
又缺少比兴，应当归入“假诗”。

三

“格调”与“真情”并非李梦阳首创，而是其对于自古
以来文人重视格调及重视情感两大理论体系的继承。

“格调说”发源于唐代殷蟠的《河岳英灵集》及宋代
严羽的《沧浪诗话》，二者开启了尊崇唐诗、师法唐诗的
理论体系。 “真情说” 的源头则可追溯至汉代的 《诗大

序》，它肯定了诗歌抒情的特质。 单纯从“格调说”与“真
情说”本身而言，都是符合诗歌创作规律和诗歌文体的
内在要求，但是将二者联系在一起考虑时，却呈现出矛
盾与背离。 李梦阳在复古的基调之上，同时认可“格调
说”与“真情说”，在其理论观点中，二者的共通之处在于
都肯定了比兴手法之于诗歌的重要性，以及诗歌的抒情
特质，但是在细究所述之情时，“格调说”中所追求和肯
定的情为符合“格古”、 “调逸”的汉魏古风之情与盛唐
气象之情，这就使其所述的情显得单一化，限制了诗歌
的感情必须是符合汉魏、盛唐的中和、豪迈的重大情感。
而“真情说”则强调情之发自内心的“真”。人的内心情感
是丰富而多变的，所以“真情说”使情呈现出了多样化和
丰富性的特征。 由此可见，“格调说”与“真情说”在具体
的审美要求上产生了无法避免的背离与冲突，符合“格
调说”的情感必然是对于情感多样性的背叛，而遵循“真
情说”的情感抒发亦不符合“格古”、“调逸”的要求，在具
体的创作中， 无法在 “格调说” 的层面去坚持情感的
“真”，反之，亦无法做到对汉魏、盛唐的学习，这就是李
梦阳复古理论体系内部所出现的矛盾。 在这两种相互
冲突的诗歌审美追求面前，李梦阳始终摇摆不定，无法
彻底地倾向于某一方。

“格调说”要求的是对汉魏、盛唐诗歌气魄的学习，
李梦阳希望能通过倡导复古， 在明代文坛重塑汉魏风
骨、盛唐气象。 但是他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作品与时
代之间的联系，“格古”、“调逸” 固然是值得学习借鉴的
诗歌体貌，但却植根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如一味偏执于
重建，则徒有其形而难具其魂，甚至走向因袭模拟，进而
影响诗歌文体的发展。 “真情说”肯定了情是“动”的，是
社会生活在人心中的投射， 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因
而情也应随着社会历史环境而发展变化，“真情说”强调
的是诗歌“变”的一面。李梦阳的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始
终在“格调”与“真情”之间艰难地抉择着。我们可以从他
的众多理论观点和诗歌作品中发现，“格调”与“真情”在
长期的冲突中，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 创作中我们不可拘泥于理论划分而将
二者强行剥离， 而应透过矛盾看到隐藏的共通之处，根
据实际情况来分析其审美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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